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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

难。而德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罪魁祸首”角色，使许

多人特别是西方学界有理由对其现代化道路选择进

行反思。其中，以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为

参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观点在学界盛行一时。

事实上，关于德国现代化“独特道路”的看法在

19世纪就已经出现。19世纪上半期，德国著名史学

家达尔曼等人就已经从历史角度提出德意志民族国

家构成具有不同于法英等国的独特性。德意志帝国

时期，一些德国学者受激于德国经济社会和科教文

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以一种自豪的心态再次提

出德国现代化有别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独特

道路”问题。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和

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等人以“德意志独特道路”

为中心议题，明确提出德国发展模式优越于英国，具

有其独特性。可见，此时德国学者笔下的“德意志独

特道路”呈现的是“德意志‘文化’区别且优于西方

‘文明’”①的积极、正面的认知。

“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等德国学者开始从批判性视角审视

德国现代化“独特道路”，试图从19世纪中期以来特

别是德意志帝国现代化的失败中寻找纳粹主义的根

源。“德意志独特道路”开始成为德国现代化走入“歧

途”的负面表达。他们认为，1871年建立起来的德意

志帝国是通过军事性“上层革命”建立起来的，这一

帝国虽然在经济领域实现了现代化，但其社会和政

治领域的现代化落后于经济现代化进程，前工业社

会的权力精英仍然保持着独裁性统治，经济和社会、

政治发展的必要同步性一直没有实现，而传统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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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魏玛共和国失败和纳粹统治的到来。②

但是，也有学者非常不以为然。以托马斯·尼佩

代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就坚决拒绝这种有负面意

向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论。尼佩代等人认为，从历

史学角度看，各国现代化进程不存在所谓的“正常

道路”和“独特道路”区分，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都

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

道路’”，甚至西欧诸国与北美也有明显不同，因而不

能“理想化‘西方’”；20世纪30年代从民主政治向极

权统治的发展，并非德国的“独特现象”，不能视为一

种德国历史发展的“迷途”。③

国内也有多位学者从“独特道路”视角探讨了德

国现代化问题。④ 笔者以为，各国现代化道路不能以

“正常”和“独特”加以截然区别。一方面，各国现代

化都有共同的现代取向，呈现为对社会经济领域的

工业化、城市化和福利国家化，以及政治领域的民主

化和法制化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每个

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不尽相同，发展道路也有差

异。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预设所谓的“西方”标

准的现代化“正常道路”，也不必排除对德国现代化

道路独特性的探讨。历史表明，德国现代化既存在

一种欧洲乃至世界现代化语境下与“西方”的转型的

共振，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节奏与韵律，呈现出一种独

特的现代化历史逻辑。这也就是兰克论及各国发展

时所说的“独特性蕴含着普遍性”⑤的历史趋向。

以笔者陋见，德国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相比，既

存在现代指向的共同历史语境，也有着自己的独特

历史逻辑。它大致分为四个历史时段：（1）从18世纪

中期到19世纪中期，德国在欧美现代化节奏中以自

己独特的方式迈向现代社会；（2）19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德国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

家的建构，而且以德意志帝国为平台，结出了现代化

的硕果；（3）“一战”结束后，德国现代化进程在“西

方”制度压迫下陷入迷茫，出现从自由主义到极权主

义的极端摇摆；（4）“二战”之后，联邦德国回归德国

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建构出独特的现代化德国模式。

一、与时俱进、稳中求进与德国现代化历史逻辑

的形成

德国现代化进程有其鲜明的历史和实践逻辑。

这种历史和实践逻辑体现为，在欧洲近现代历史发

展进程中，德国统治者展现出鲜明的历史主动性，始

终能够以自我革命的方式跟进时代，共振于时代脉

搏，与时俱进，在历史潮流面前“向前逃跑”，以“上层

革命”模式引领德国迈向现代社会。与此同时，从德

国统治者到下层民众，都崇尚稳中求进，习惯于以改

革方式适应时代发展，波澜不惊地实现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的平稳转型，形成了独特的德意志韵律。

18世纪基于启蒙理念的开明专制是德国现代化

的历史和实践逻辑起点。启蒙运动始于英国，盛于

法国，波及整个欧洲，是欧洲现代化转型的思想推进

剂。在英国，约翰·洛克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光荣革

命”以及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提供了

重要依据；在法国，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则

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来源。相较之下，启蒙运动

在德国却成就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结果。从18世
纪中期开始，德国诸邦统治者主动吸纳启蒙哲学理

念，在国家治理中实施“以国家和人民幸福为前景”

的开明专制，⑥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欧政治风景。可

见，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德国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独特

的历史逻辑。当英法等国用革命方式自下而上地清除

旧制度的沉疴积疾，迈向现代社会时，德国由一批开明

邦君开启了“上层革命”色彩的改良主义现代化。⑦

在这种改良主义“上层革命”模式下，以普鲁士

和奥地利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统治者将启蒙哲学理

念转变为“远离君权神授而转向‘服务性’政府”的开

明专制，形成近代早期欧洲统治者在身份、理念和职

能方面现代性转变的另类表达。开明君主带有旧专

制君主的特征，强调君主应当是专制的，但同时也呈

现鲜明的现代取向，认为君主要对尘世中的国家和

人民负责，要“服务于全体人民”，“改进教育机会、社

会条件和经济生活”，提升大众的幸福感。⑧ 普鲁士

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强调君主权力来自与臣民的

契约，他自己只是国家“第一公仆”。⑨ 奥地利君主玛

丽亚·特蕾西亚则把追求“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当

作执政的目标，努力促进“统治的现代化以及臣民乃

至国家的经济进步”。⑩ 这些开明君主们还把这些具

有鲜明现代取向的理念贯彻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

践中，在政治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改革，凸显国家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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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央集权理念，编撰了《普鲁士普遍国家法令》《特

雷西亚法典》等国家法典，提升国家管理效能；在社

会经济领域中废除王室领地上的农奴制，改善农民

状况，大力促进矿山开采等工业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

发展；在教育领域中致力于全民启蒙，凸显教育的国

民化、世俗化和实用化等。德国统治者的相关举措为

日后德国通过改革平稳迈入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初，改良主义特征的德国现代化继续在

欧洲现代化语境下推进。在 18世纪末 19世纪初波

及全欧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革命的法国

不仅大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德意志强邦，也给这

一长期分裂的国度注入了两大现代化动力：一是法

兰西民族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使德国人认识到，必须

革除旧的积弊，将法国革命的成果移植到德国，才能

实现国家的复兴和强大。二是反抗法国统治的斗争

唤醒了德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引发了以建立统一

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德国民族主义运动。

就第一点而言，尽管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给德国现代化转型以驱动力，但德国并没有接受法

国大革命这种激烈的现代转型范式，而是坚持自己

的现代化逻辑，由统治阶级通过“上层革命”的改革

方式，实现了新旧社会的和平对接。这种改革模式

的现代化转型，实际上是18世纪中后期各邦开明专

制传统的继续。许多德国人认为，“依据开明专制进

行统治”的德国，“在法国革命前夕已经成为欧洲最

进步的国家”。而法国革命不过是弗里德里希二世

统治下的“开明普鲁士邦”通行原则的应用而已。

当时，德国各邦的财政负债率不高，不存在严重的入

不敷出情况，社会对立并没有达到法国爆发革命前

的那种激烈程度，因此也无须进行革命。所以，德国

统治者决定以“上层革命”方式移植法国革命的成

果，“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 稳

中求进地适应时代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大众也乐意以和缓的改革

方式迈向现代社会，对此德国知识分子表现最明

显。法国大革命之初，“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曾

一度使许多德国人为之大唱赞歌。但是，革命过程

中的血腥暴力和巨大社会动荡，很快使他们回到清

醒状态。曾经为法国革命欢呼雀跃的诗人克洛普施

托克在目睹革命中的过激暴力后，悲叹道：“我们的

金色美梦破灭了。”席勒、康德、赫尔德尔等许多德国

知识分子也都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既然法国

革命的目标是历史潮流，而法国革命的方式又无法

接受，以和缓的改革将法国革命的成果移植到德国，

就成了稳中求进的德国人的共识。

基于上述传统和认知，德意志诸邦在 19世纪初

掀起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平稳过渡的“大改

革”。以普鲁士为例，改革引入了全新的现代治理制

度：在行政管理领域设置分工明确的各部；在财政方

面统一全国税收，实行国家公民纳税平等原则；在工

商业领域引入“营业自由”原则；在农业领域明确废

除农奴制，农民可通过赎买或割让土地的方式免除

封建义务；在教育领域建立由国民小学、文科中学和

综合性大学构成的现代学校体制；等等。相关改革

对普鲁士乃至整个德国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例

如，行政管理改革大大提升了普鲁士国家的运行效

率，现代职业官员制度开始形成。官员们不仅因固

定的充裕薪金形成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和献身精神，

而且，他们由于选录和升迁过程中的受教育程度、考

试录用等规定而提升了素质。普鲁士的职业官僚由

此成了“现代官僚的典范”。农业改革酿就了农业

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营业自由原则的

推行，清除了行会等传统限制，促进了普鲁士工商业

的快速发展。教育改革则使普鲁士成为现代教育事

业的典范。

德国改革模式的渐进式现代化被一些崇尚“西

方”现代化之路的学者称为“保守性现代化”。但

是，如果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看，这种貎似保守的现

代化并未迟滞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进步。相反，改

革后的德国出现了令人称羡的快速经济进步。以第

一次工业革命为例，德国工业革命比英法等国要

晚。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接

近尾声，法国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之时，德国才启动

第一次工业革命。尽管如此，德国另辟蹊径，直接以

大规模铁路建设拉动煤炭、钢铁和机器制造业发展，

使工业革命重心迅速从轻纺工业转移到重工业领

域，仅用30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举超

越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欧洲第二工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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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点看，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唤醒了

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但德国人在现代民族国家

建构方面也并未承接法国范式，而是基于独特的民

族认知，同样以“上层革命”方式完成了建立统一民

族国家的任务。

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德国的民族主义与英法

等国的民族主义呈现不同的取向。英法等国的民族

主义目标是创建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由而理性的公

民社会”，强调基于公民共同体认同的政治性“国家

民族”和“共同的政治生活”。这些目标通过17世纪

中期英国革命和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而得到实

现。而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人既“没有共同的

政治经历”，也缺少统一的国家政治平台，拥有的只

是由相同的语言、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构成的共同文

化。因此，德国人更关注基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德

意志“民族”（Volk）国家。如此一来，基于共同文化

生活的统一民族国家就成为其优先的追求目标。在

这种政治要求相对弱化的取向下，拥有强大实力的普

鲁士传统统治阶级再次与时俱进，主动跟进时代要

求，以王朝战争的“上层革命”方式完成了德国统一。

二、德意志帝国作为德国现代化历史的逻辑结果

普鲁士传统政治精英以王朝战争建立起来的德

意志帝国看似保守，但现代化成就突出。在政治领

域，过去人们通常认为，19世纪 60年代普鲁士容克

阶层主导下的德国统一运动，由于其自上而下的王

朝战争特征，不可避免地带有浓烈的保守色彩；1871
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外衣下的专

制国家，传统贵族在这一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资产

阶级只是通过帝国议会，从参与意义上加入了统治

阶级行列。但是，从现代性角度将德意志帝国宪法

规定的政治架构与当时英法等国的政治结构做一个

比较，也不失其合理和进步性。首先，1871年德意志

帝国宪法是一部“约定性的宪法”，是在考虑到各邦

统治者的利益、资产阶级自由派建立统一民族国家

的愿望和普鲁士的霸权三个主要因素基础上产生

的。正是这部照顾各种势力利益的妥协性宪法，使

得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一最重要目标成为现

实。因此，这种妥协性显然利大于弊。其次，1871年
德意志帝国宪法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也具

有进步的一面。其宪法中包含的普遍、平等、直接选

举和秘密投票制的民主原则，甚至领先于当时最老

牌的“议会民主制”国家英国和法国。英国直到

1884－1885年选举改革后才基本实现了普选制。而

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虽然也实行

普选制，却做不到平等。

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最让人诟病的是，在规定

民主选举的同时，保存了一套专制主义结构的中央

政府。帝国政府不对帝国议会负责，却可以解散代

表民意的帝国议会。然而，如果我们从发展的眼光

看，不难发现，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议会化和民主化趋

势一直在加强。俾斯麦时期，打击社会主义工人运

动和取缔社会民主党的提案，曾多次因帝国议会资

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而受挫。到威廉二世时期，“帝

国议会的态度已经成为帝国政府在施政时必须考虑

的重要因素”。比洛夫宰相就因帝国议会的不合作

态度而被迫辞职。甚至皇帝威廉二世也因其言论不

合时宜，遭到公共舆论挞伐。最终，这位皇帝的自信

心动摇，被迫“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脱身”，并允诺履

行“宪法方式的责任”。由此可见，德意志帝国的政

治生活也在持续向现代性迈进，只是这种发展带有

渐进的德国现代化特点。

在经济领域，德意志帝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至

今仍然令德国人为之骄傲。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

工业产量虽然已经超过法国，成为继英、美之后的世

界第三工业强国。但是，就整体经济结构而言，这一

时期的德国还只能称为拥有较强大工业经济的农业

国。根据德国著名学者 W. G. 霍夫曼统计，在

1870—1874年德国国内生产结构中，农、林、渔等第

一产业仍占到 37.9%，工业、手工业和采矿等第二产

业只占31.7%。在就业结构方面，19世纪70年代初，

德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仍远远高于第二产业的从

业人数。1861—1871年，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仍占德

国就业总人数的50.9%，而第二产业的从业人数仅占

27.6%。由此可见，到德意志帝国初期，德国社会的

主体经济结构仍然保持着农业社会的特征。

但是，19世纪 70年代后，德国抓住“工业革命

‘第二次’浪潮”的机遇，利用建立在电能、内燃机、合

成化学等新技术平台上的优势，在传统领域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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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改进生产工艺，同时创立新兴工业部门，建

立新的工业增长点。结果，德国不仅在煤炭、钢铁等

重工业领域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电气、化学等新兴

工业异军突起，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

变。1870—1913年间，德国第一产业在社会生产总

额中所占比重由约 40.5%下降到 23.2%；同期，第二

产业在社会生产总额中所占比重由约28%上升到了

45%以上。1888—1889年，德国第二产业产值开始

赶上并超过第一产业。到20世纪初，德国不仅成了

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而且开始

超越英国，成为主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先锋

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德国社会领域的现代化成就同样令人瞩目。首

先是德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短短的40余年间，德国

城乡人口比重由2∶3反转成3∶2，城镇人口成为国家

的主体居民。其次是在国民财富神话般增长和人民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德国开始建立现代国

家社会保障体系，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推出“给健康工

人以劳动权，保证他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国家社

会保障立法。从 1883年到 1889年，德国先后通过

《疾病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障法》和《老年及残疾保

险法》等国家社会保险法案，由此奠定了现代德国社

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宰相俾斯麦甚至因此获得“国

家社会主义者”称号。此外，德国政府还颁布多项劳

工保护立法，促进劳工福利，如禁止让妇女和儿童从

事有害健康的劳动，设立工商业监察员监督生产安

全情况，通过官方和公共住宅建筑合作社投入资金

促进工人住房建设等。德国政府还鼓励由工会出面

与各企业签订保护弱势工人群体的“劳资协议”，由

帝国法院明确其法律约束力，保障工人权利。德意

志帝国通过立法等措施干预经济和规范企业发展，

提升社会效益，形成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有组织的资

本主义”，并发展为德国的一种历史传统。

到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宁

的典范，“外国人来到德国，给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清

洁的街道，刷洗得干干净净的建筑物外表，闪闪发光

的电车道和铁路，住房和社会计划的新实验，以及当

时德国所有阶级的人们似乎都表现出来的普遍的满

足感”。

三、西方制度性压迫与德国现代化历史逻辑的

脱轨

然而，德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因帝国主义的第

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和偏离。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和争霸世界的狂潮。因

取得巨大现代化成就而有些忘乎所以的德国人，在

这一历史语境下也加入了抢夺殖民地和争霸世界的

行列。后来居上的德国与守成的英法等老牌西方列

强之间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而

德国在这场帝国主义大战中落败。

平心而论，英法美等国在“一战”中对德国的胜

利，主要是军事层面的胜利，而非制度层面的所谓

“议会民主制”的胜利，更非现代化进程中所谓“西

方”“正常道路”对德国“独特道路”的胜利。尽管如

此，西方国家却利用军事胜利，在战后继续对德国进

行制度压制和精神征服，迫使德国接受它们的“议会

民主制”。结果，德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出现

了自我迷失，迎来了在制度上对标“西方”的魏玛共

和国。然而，德国人并不情愿接受西方的“议会民主

制”，而是试图坚守自己的“独特道路”，由此出现了

西方“文明”与德意志“文化”之间的冲突、博弈，进而

引发从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魏玛共和国到仇视

西方文明的第三帝国的极端政治摇摆。

在某种意义上，魏玛共和国是因西方国家强行

推销其政治制度而在水土不服中走向失败的早期范

例。熟悉德国历史者很清楚，魏玛共和国虽然是“十

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根本上是德国在“一战”

中失败的产物。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并非民主政治在

德国的一种水到渠成的发展，而是“西方”强制下的

一次议会民主制“实验”，所谓“临时创造的民主”

（Improvisierte Demokratie）。大战末期，实行“议会民

主制”的英美等国明确表示不希望德国仍然实行君

主政体，把德国实行议会民主制作为停战的前提。

美国政府在 1918年 10月答复德国的停战建议时说

得很清楚：德国要么建立共和国，要么实行完全的立

宪君主制。正因为有这样一层因素，“德国人民中的

绝大多数”将魏玛共和国看成是“军事失败的结果而

必然出现的”。正因为如此，“议会民主制”在德国出

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以议会选举制度为例，魏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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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采用的比例代表制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

民意，但在德国复杂的宗教、种族、阶级和利益集团

背景下，造成国会之中党派林立，引发频繁的议会危

机和政局不稳。

更重要的是，德国人还没有从对德意志帝国的

美好回忆中解脱出来。在他们看来，德意志帝国虽

然政治上实行君主制，但人们享有的各种实际自由

并不亚于英法等国。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君主制之

下，整个国家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这对普通百

姓而言尤为重要。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帝国铁血宰

相俾斯麦甚至在魏玛时期被神化为传奇，人们要求

从过往的德意志帝国“汲取力量”。由于这样一种

认知，加之魏玛共和国接受了屈辱的《凡尔赛和约》，

许多德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愿认同这一共和国，视之

为西方战胜国从制度层面继续打击德国、清除异己

的结果。

既然德国人对旧帝国心存眷恋，新的魏玛共和

国就难免旧帝国的疏影。魏玛宪法规定“德国为共

和国”，但它不使用“德意志共和国”国名，而是继续

沿用“帝国”（Reich）称呼，总统被称为“帝国总统”

（Reichspräsident）。它规定国旗为黑红黄三色旗，以

表明魏玛共和国继承了 1848年德国革命的自由传

统，但又规定行驶于世界各大洋的德国商船仍沿用

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以示对这一强盛帝国

的怀念。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也带有德国政治传

统的烙印。国家宪法中有关总统权力的规定常被史

家斥责有半专制取向。根据魏玛宪法，“如果公共安

全和秩序受到严重扰乱或威胁”，总统可发布紧急状

态令，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公共安全和秩序”。这意

味着总统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实行独裁统治。据统

计，从魏玛宪法颁布到1925年为止，德国总统就据此

发布了 135个政令和法令。1930年以后，德国总统

的紧急法令已经取代国会制定的一切法规。有人因

此戏称魏玛共和国总统就是“替代皇帝”。结果，魏

玛共和国成了“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和“保守

派的共和国”。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魏玛共和国在

适应西方“议会民主制”和坚持德国历史传统之间激

烈震荡。最终，基于西方规制的魏玛共和国成了德

国现代化道路上一段迷茫的短暂插曲。

魏玛共和国之后的纳粹德国是打着拒绝西方文

明和坚持德意志自我的幌子，偏离与时俱进、稳中求

进的德国现代化历史逻辑，将德国引入歧途的荒诞

一幕。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

志传统和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旗帜，攫取政权，开始

了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历史。纳粹德国的政治体

制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希特勒在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教等领域采取一系列一体化措施，把权力高

度集中到自己手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这不仅

是对议会民主制的魏玛共和国的反动，也背离了德

国与时俱进、稳中求进的历史传统，是与现代化取向

格格不入的畸变。虽然有学者在反思纳粹极端统治

时试图追溯其历史传统，把希特勒与俾斯麦甚至普

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联系在一起，但是很显

然，从现代化进程视角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希特勒

与顺应时势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俾斯麦没有可比

性。希特勒上台后在意识形态、社会工程和外交政

策领域掀起所谓的“希特勒革命”，对内推行极权暴

政、种族和文化清洗，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惜

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试图以武力建立德国霸权下

的“欧洲新秩序”，陷德国和整个欧洲于灾难之中。

这种违背现代历史进程的政权，其下场在预料之

中。1945年，纳粹德国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打

击下崩溃。

四、联邦德国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构建与德国现

代化历史逻辑的自信回归

“二战”后在美英法占领区之上建立起来的联邦

德国是在新的独特探索中回归德国现代化历史逻辑

的典范。“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

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联邦）德国

三个阶段。其中，建立于美英法占领区之上的联邦

德国自然不免再次受到西方战胜国的强制性制度

“改造”，接受西方的议会民主制。

不过，联邦德国虽然立足于西方阵营，也接受了

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安排，却拒绝照搬以美英为代

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

式，而是在吸取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和纳粹德国

的极权主义体制失败教训基础上，对包括制度建设

在内的现代化道路进行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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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方面，联邦德国吸取了魏玛共和国

的教训，拒绝拷贝自由主义的美英模式。其特点之

一是，“与时俱进”地吸引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合

理成分，实行“议会民主制”，但拒绝西方多数国家采

用的忽视少数人意愿的多数代表制和曾经导致魏玛

共和国政局动荡的照顾小党的比例代表制，创新性

地采用了综合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优点的“混

合代表制”，并且给小党设定进入议会的 5%最低得

票比例门槛，从而使“议会民主制”打上了德国烙

印。这种混合代表制如今被许多国家效仿。特点之

二是，为民主自由设限，立足稳中求进，突出兼顾民

主与权威、自由与秩序的“更加严格的民主制度”。

这种民主制度既“赞赏权威和秩序，也要享受自由和

平等”。美国学者史蒂夫·奥茨门特曾将联邦德国的

这种民主制度与美法等国的民主制度加以比较，认

为“成熟的德国政体可能比法国和美国的平等民主

更限制自由”。他指出，在西方老牌民主国家，“个人

自由在经历了法国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和美国的杰

弗逊、艾默生的发展后，已经变成了关注自我的权

利，威胁着公共层面的公民责任”，而今“对于世界上

那些陈旧的民主体制而言，由于权威和秩序的衰落

所引发的问题要比扩大自由和平等的问题更为突

出”。但是，在联邦德国，人们“并不认为真正的自由

必须不受约束”。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有明确的下

限和上限，既突出“争论的民主”，要保护不同言论和

观点，也强调“防卫性民主”，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

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自由民主是有底

线、有边界的。这种机制既是对西方民主自由规则

的德意志式修正，也是对魏玛共和国过度自由放任

和纳粹德国极端独裁统治沉痛反思的结果。它通过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到确

定。因此“新的德国民主政体可以给自由民主制的

现代病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在社会经济方面，联邦德国也没有采纳英美经

济效益至上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在吸取魏玛

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和纳粹时期统制经济这两种极端

经济体制带来的教训基础上，采用了独具特色的“社

会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首先是强调自由

的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同时，国家对市

场运行进行调节和制约，采取各种干预政策，通过税

收和福利政策等调节贫富不均，提高“社会效率”，使

受益群体尽可能最大化，进而达成自由、公平、社会

安全和全民幸福的基本目标，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国家”（Sozialstaat）。“社会市场

经济”模式也因此被称为“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为达到上述目标，联邦德国先后颁布《解雇保护

法》和《工资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保护弱势受

雇阶层，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就业条件。此外，联

邦德国还引进“共同决策法”，规定企业通过直接选

举产生企业职工委员会，参与企业发展以及福利事

务等决策，进而使双方形成“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

体关系，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一些取向显然源自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国家干预和社会保障传统，在魏

玛时期初始制度化。这种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

平的发展模式，最终使“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这

一对似乎难以两全的目标大体上得到统一，明显有

别于以美英为代表的经济效益至上的纯经济自由主

义模式，得到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的充分肯

定，被命名为与美英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并列的“莱茵模式”（Rhine Model）。阿尔贝尔在《资

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这是一种强调集

体成就和公众共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发

展模式下，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平衡。澳大利亚学

者盖尔·C. 阿芙利也以实证方式展示了“莱茵模式”

的巨大优越性。如今，“莱茵模式”已经成为欧洲大

陆主导性的发展模式。

联邦德国在政治上兼顾权威和民主、秩序和自

由，社会经济方面兼顾市场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的

发展模式在实践上也是成功的。它使联邦德国在战

后长期保持着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

局面。而这种兼顾权威和民主、经济效率和社会公

平的独特发展模式，完全契合近代以来德国政治、经

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与时俱进”和“稳中

求进”的理念。从这一意义上说，德国的现代化独特

道路经过魏玛德国和纳粹德国的短暂脱轨，在联邦

德国时期再次回归到它的历史和实践逻辑中。

上述可见，德国现代化是在与欧美各国现代化

进程的共振中前行的，总体上合拍于世界现代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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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大势。与此同时，它也有着鲜明的德国特色，呈

现一种与时俱进、稳中求进的现代化历史逻辑。偏

离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德国现代化就会出现波折。

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纳粹德国的灭亡，在很大程度

上都是偏离这一历史逻辑的结果。“二战”之后，联邦

德国能做到兼容并蓄，一方面共振于世界现代化大

势，吸收西方现代化范式中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回

归德国现代化历史传统，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层面还

是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都坚持既与时俱进又稳中

求进的理念，最终成就了当今德国现代化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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